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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好生活是人人都向往的，但其本质是什么？

千百年来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并最终达成共识，美

好生活的本质即幸福[1]。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主

题，是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。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

展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，“你幸福吗？”成为人们

日益关注的话题，并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 [2，3]，成为

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 [4]。可见，提高人们的

幸福感对个人追求美好生活和国家创建美好社会是

非常必要的。那么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呢？

伦理学、经济学、健康学、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

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视阈出发对此进行了研究，取得

了丰硕的成果。例如，研究者发现影响幸福感的因

素有社会阶层[5，6]等社会因素，公正世界信念等认知

因素 [7，8]，外向性、神经质 [1]、自尊、个人控制 、乐观 、

慷慨[9]等人格特质因素。这些因素中，主观认知因素

相对而言更具可控性和能动性[7]，因此，深入挖掘影

响幸福感的主观因素及其具体影响机制，对于追求

美好生活与创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已有研究表明，可协商命运观是一种重要的文

化心理信念(cultural psychological belief)，但对它的

心理后效和行为结果知之甚少[10]，本研究拟探讨可

协商命运观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。可协商

命运观(Negotiable fate)是指个人相信可以与命运的

控制进行协商，在命运已经决定的限制内发挥个人

能动性，通过努力最终实现个人目标 [11，12]。在探究

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，很少有研究者考察可协

商命运观对幸福感的影响。可协商命运观作为个体

应对生活中有较多限制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指导原

则，可能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水平。有研究者

指出，可协商命运观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，特别

是在个人发展所受限制较多的地区[13]。由此我们假

设，可协商命运观可以增强个体的幸福感水平。

此外，鲜有研究探讨可协商命运观影响幸福感

的心理机制，仅有个别研究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

适应策略在其中的部分中介作用[14]。除此之外，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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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认为另外一种可能的机制在于，信念是行为的重

要推动力，可协商命运观的信念可以帮助人们接纳

生活中的不如意，并相信可以通过发挥个人能动性

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因此体验到更高水平的生命意义

感，从而更可能获得幸福。所谓生命意义是指“人们

对自己生命目标的认识和追求”[15]。Frankl 认为追

求生命意义是人的一种本能，它促使人们积极乐观

地去对待生活[15]。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，通过不断

探索和开拓新方向，人们获得了更多自我成长的机

会，从而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意义，提升幸福水

平。换句话说，明确、清晰、健康的意义和目标会使

人更加幸福 [16]。Seligman认为，人们倾向于赋予事

物以意义，且乐意为其投入和做贡献，人们因此而幸

福 [4]。以往研究也发现，生命意义感可以预测生活

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其他指标，比如自尊和气质性乐

观主义 [17]。同时，大量研究表明，生命意义感与抑

郁、心理困扰呈负相关 [18，19]。由此推测生命意义感

可能在可协商命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之间起中

介作用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

在三所普通高校中发放问卷 600份，回收有效

问卷 578 份，有效率为 96.33%。其中男生 189 人

(32.7% )，女生 389 人 (67.3% )；来自城市的 303 人

(52.4%)，来自农村的275人(53.8%)；独生子女267人
(46.2%)，非独生子女 311人(49.1%)。被试平均年龄

19.40岁(SD=0.85)。
1.2 工具

1.2.1 可协商命运观量表 采用Chaturvedi 等人[12]

编制的命运观量表中文版，共 6个条目，如“努力将

你自己能做的做到最好，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命运。”

采用6点计分，1代表强烈不同意，6代表强烈同意。

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.77。
1.2.2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Steger等人编制的生

命意义感量表（MLQ）中文修订版 [20]，该量表分为 2
个维度，生命意义体验 (the presence of meaning,
MLQ- P)和生命意义寻求 (the search for meaning,
MLQ-S)，共10个条目。本研究中，生命意义体验和

生命意义寻求两个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

为 0.72、0.84。鉴于以往研究中发现这两个分维度

与其它变量关系的结论不尽一致，心理健康各指标

与生命意义体验的关联强度大于其与生命意义寻求

的关联强度[21]，因此，本研究拟将两个分维度作为两

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中介分析。

1.2.3 主观幸福感 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(SWLS)、
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(PANAS)来测量主观幸福

感 [22]。本研究中 SWL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.74。
积极情感量表和消极情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

别为 0.79、0.76。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得分由积极

情绪标准分加上生活满意度标准分，再减去消极情

绪标准分得到[23]。

1.3 数据收集与分析

采用大学生被试，在征得辅导员和大学生本人

同意后，以班级为单位采取集体施测，现场发放问卷

并当场回收。剔除无效问卷后，采用SPSS22.0对有

效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。

2 结 果

2.1 主观幸福感的性别、是否独生子女和城乡差异

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性别、是否独生子女

和生源地上的差异进行检验，独立样本 t检验的结

果显示，男生得分(5.09±1.03)和女生得分(5.15±1.06)
差异不显著(t=-0.72, P=0.47>0.05)；独生子女大学生

的得分 (5.18±1.08)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得分

(5.09±1.03)差异不显著(t=1.10, P=0.27>0.05)；城市大

学生得分(5.15±1.09)和农村大学生得分(5.11±1.01)
差异也不显著(t=0.50, P=0.62>0.05)。
2.2 可协商命运观、生命意义感和主观幸福感之

间的关系

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、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

1 所示。结果显示，可协商命运观与主观幸福感显

著正相关，可协商命运观与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

义寻求显著正相关，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

与主观幸福感均显著正相关。

表1 各变量的平均值、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结果(n=578)

注：*P<0.05，**P<0.01，***P<0.001，下同。

2.3 中介作用检验

为减少多重共线性影响，首先对所有预测变量

进行中心化处理，然后分别采用逐步回归分析（如表

2）、Sobel检验和Bootstrapping程序检验生命意义体

验和生命意义寻求在可协商命运观与主观幸福感之

间的中介作用。

1.可协商命运观

2.生命意义体验

3.生命意义寻求

4.主观幸福感

M±SD
4.60±.075
4.57±0.91
5.23±0.99
5.13±1.05

1
—

0.40***
0.33***
0.36***

2

—

0.38***
0.30***

3

—

0.19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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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：生命意义体验在

可协商命运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。应用

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，具

体而言，可协商命运观显著预测了主观幸福感(β=
0.51, SE=0.05, t=9.37, P=0.00, [0.40, 0.62])和生命意

义 体 验 (β =0.49,SE=0.05, t=10.66, P=0.00, [0.40,
0.58])。生命意义体验显著预测了主观幸福感(β=
0.21, SE=0.05, t=4.41, P=0.00)，在控制了生命意义体

验的效应之后，可协商命运观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

效应依然显著，但回归系数有所降低(β=0.40, SE=
0.06, t=6.92, P=0.00, [0.29, 0.52])。这表明生命意义

体验可以部分中介可协商命运观对主观幸福感的预

测作用，中介效应能解释20.50%的总效应。进一步

的 Sobel检验也支持了这一结论(Z=4.06, P<0.001)。
此外，逐步回归分析、Bootstrapping检验和Sobel检验

结果一致表明：生命意义寻求在可协商命运观与主

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。

表 2 生命意义体验在可协商命运

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

3 讨 论

本研究发现可协商命运观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

福感，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[13]是一致的。生命意义

体验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已被诸多研究所证

实[16，24]，生命意义寻求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，该结论

与国内外其他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 [20，25]，这可能是

因为除了受生命意义体验、文化差异、认知方式、动

机等因素的影响外，从不同的幸福取向来探讨它们

的关系也有差异[16]，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值得后续

研究进一步探究。同时，研究还发现生命意义体验

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强度大于生命意义寻求与主观

幸福感的相关强度，这与先前研究[21]是一致的。这

可能是因为有目的、有意义的生活能给人带来希望

感和方向感，当人遭受痛苦和挫折时，明确的目标和

坚定的信念有助于人的坚持行为，并激励人朝着积

极方向发展，并最终体验到幸福感[16]。

本研究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生命意义体验在可

协商命运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，即

可协商命运观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，也

可以通过生命意义体验影响主观幸福感。持有可协

商命运观信念的个体，相信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，

既承认社会环境和命运加诸在自己身上的社会限制

的客观存在，也承认发挥个人能动性的重要性，一定

程度上对事情的控制满足了个体的自主需求，从而

拥有更高水平的生命意义感，更可能体验到幸福

感。该中介作用启示我们，除了培养个体的可协商

命运观之外，也可通过开展生命意义教育提升大学

生的生命意义体验，从而维持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

水平[1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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